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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信息技术对普惠金融的作用逐渐显现。选取２００６—２０１４年湖北省县域的面板数据，构建信息化发展水平
测评体系和普惠金融测度体系，建立实证模型探究信息化发展水平对县域普惠金融的影响。结果表明，信息化发展水

平能促进县域普惠金融的发展；在金融、建设、农业和政府等多个部门共同作用下，发展信息化水平能够更有效率地促

进县域普惠金融的发展。并提出推广信息技术应用、完善通信基础设施、提升农业“互联网＋”渗透率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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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惠金融（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ｆｉｎａｎｃｅ）在我国发展十多年来取得了
巨大的进展，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简称

银监会）会先后采取各种政策措施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如

降低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门槛、消除基础金融服务

空白乡（镇）、实施基础金融服务“村村通”工程等。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２０１６年银监会印发
《关于做好２０１６年农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及国务院颁布
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等文件，更是
全面部署了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普惠制金融的发展方向、布局

安排和实施路径。然而，政府的大力支持并不是解决农村地

区金融难题的必要条件，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２０１５中国普
惠金融发展报告》指出，我国社会征信系统发展滞后，表现为

覆盖人群窄、现有征信模式效率低下，缺乏健全的信息共享机

制，信息孤岛问题仍然存在，这些征信体系中存在的关键问题

可以借助大数据技术有效地解决。地域偏远、经济落后的农

村地区金融交易频率仍较低，农村金融缺少抵押品、缺少良好

的政策环境，设立金融机构网点的成本高，导致部分地区金融

空白，金融行业创新能力普遍不足，农村居民实际得到的金融

服务远远不足。湖北省对农村普惠金融十分重视，不断完善

农村金融基础设施，提升县域信贷投入水平，改善农村地区信

用环境；引进银行物理营业网点，同时大力推广使用无线转账

电话、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新兴结算工具，努力改善偏远山

区的支付服务水平；在全省推进“金融服务网格化”，该模式

接入了社会治理综合信息平台的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

普惠金融“缺信息”和“缺信用”两大难题。据中国银行业监

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网站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１３年９月湖
北省涉农银行业机构电话银行行政村覆盖率已达１００％，涉
农银行业机构在２５５２８个行政村安装转账电话６８４０９部，农
民足不出村就能通过电话银行办理取现、转账、领补贴等业

务。截至２０１５年，县域以下布设ＡＴＭ机和ＰＯＳ机分别为１１
０７７、９２１５６台，乡（镇）覆盖率均达９８％以上；已建立“普惠金
融网格化工作站”６５５０个，覆盖６０８０个“城市社区”和１．２２
万个行政村。县域金融机构依托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

促进了金融创新产品和新兴支付工具的产生、推广和应用，扩

大了金融的深度和广度，提升了普惠金融的效率。可见，探究

信息化水平与普惠金融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１　文献综述

信息化发展水平和普惠金融都是比较抽象、复杂的概念，

要探究二者的影响关系必须分别对其进行测度，通过划分维

度和选择指标可将二者量化为具体的指数，指数的大小即代

表其发展水平的高低。

信息化发展水平的测度在国外早已有较成熟的指标体

系。１９６５年日本学者选取了最能代表社会信息化活动的四
大类：信息量、信息装备率、通信主体水平、信息系数，通过测

算具体活动指标得到信息化指数值。１９７７年美国学者波拉
特以信息经济学的内生增长模型为基础，选择信息产业增加

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和信息劳动者在总劳动力中的占

比作为测度信息化水平的具体指标。信息利用潜力指数模型

于１９８２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被提出，该模型包含反映一
个国家信息基础结构和信息利用潜在能力的多项指标，２７％
的指标反映了国家的基本条件，２０％的指标反映的是信息的
需求和使用，剩下５３％的指标反映信息资源和活动。信息社
会指数（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ｄｅｘ，ＩＳＩ）在 １９９７年的全球知识
发展大会上被提出，其测度指标分为３组：社会基础结构、信
息基础结构和计算机基础结构，根据每组下面的细化指标来

计算信息社会指数。英国学者在综合各种信息化测评体系的

基础上，于２００２制定了电子经济评估体系，该评估体系一级
指标包涵４个方面的内容：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发展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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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公众、企业和政府等主体参与信息社会的能力；在线服务

使用情况及使用的广度和深度；在线服务对公众行为及企业

和政府业务模式的改变程度。

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借鉴国外各种信息化测评方法，结

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于２００１年７月正式推出《国家信息化指
标构成方案》，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由国家制定的国家信息化

标准，该方案根据我国信息化的体系结构，从信息资源开发利

用、信息网络建设、信息技术应用、信息技术与产业发展、信息

化人才、信息政策法规和标准６个方面概括地反映了国家信
息化发展的水平。关于农村信息化发展水平指标的确定，黄

婷婷根据波拉特的“国民生产总值比重法”得出农业信息部

门产值占农业产值的比重，该指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农

业信息化的发展现状［１］。刘世洪等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在国

民经济各部门中将信息部门逐一识别出来，并将信息部门区

分为一级信息部门和二级信息部门，识别标准是看其经济活

动的产品、服务等结果是否在市场上直接出售，该观点与方法

对于研究信息产业与国民经济结构及其他产业部门间的内在

联系等问题具有重大意义［２］。在识别出信息部门后，林立杰

等使用农业信息化基础设施、农业人口素质与信息化人才、农

业信息技术应用和农业信息化发展政策作为一级指标［３］。

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也应通过多个维度来衡量。Ｂｅｃｋ
等提出从银行服务的可获得性和银行服务的使用情况２个维
度来测度金融覆盖面［４］。但Ｓａｒｍａ认为这个指标体系存在缺
陷，在借鉴联合国人力发展指数（ＨＤＩ）的构建方法后，她提出
可从银行渗透度、金融服务可得性、使用效用３个维度来评
价，并给出相应的普惠金融指数（ｉｎｄｅｘ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ＦＩ）计算公式［５］。对于维度的划分，Ｃｈａｋｒａｖａｒｔｙ等的观点与
Ｓａｒｍａ一致，区别在于Ｃｈａｋｒａｖａｒｔｙ等对ＩＦＩ的计算公式进行了
改进，改进后的计算方法更完善、更准确［６］。考察不同国家

之间的金融服务可得性时，Ａｒｏｒａ选择银行服务范围和便利性
２个指标比较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异，使用更便利
的相对性指标，如人均分支机构数等［７］。

国内学者关于普惠金融的测度主要分为直接和间接２种
测度方法。直接测度指直接划分维度并计算 ＩＦＩ值，考虑到
普惠金融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李建伟等将普惠金融测度体

系划分为金融服务的范围和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 ２个维
度［８－９］。有学者使用３个维度衡量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蔡洋
萍使用地理渗透性、金融产品接触性、使用效用性 ３个指
标［１０］。王韦程从供给方、需求方、外部因素 ３个方面考
虑［１１］。间接测度是计算金融排除指数（ｉｎｄｅｘ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ＩＦＥ），金融排除指数越大，间接说明普惠金融发展
水平越低。田霖使用银行体系相关的人机构覆盖度、人均贷

款水平、存款资源利用水平、人均储蓄存款水平４个指标来评
价金融排除［１２］。高沛星等从地理排斥、价格排斥、营销排斥、

评估及条件排斥４个维度测度金融排除程度［１３］。

２０１１年法国戛纳Ｇ２０峰会上，领导人一致支持全球普惠
金融合作伙伴（ＧＰＦＩ）在国际和国内普惠金融数据方面的努
力，据ＧＰＦＩ的工作成果于２０１２年的墨西哥洛斯卡沃斯峰会
上通过了《Ｇ２０普惠金融指标体系》。随后，ＧＰＦＩ结合俄罗斯
担任Ｇ２０主席国期间重点关注的金融素养与消费者教育议
题，制定出更全面的普惠金融指标，其中包括金融素养和金融

服务质量的指标，扩展后的《Ｇ２０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在２０１３
年俄罗斯圣彼得堡 Ｇ２０峰会上获得通过。２０１６年的 Ｇ２０峰
会在中国杭州举办，再一次升级了《Ｇ２０普惠金融指标体
系》，修订了２项指标，提出了１１项新指标。根据《Ｇ２０普惠
金融指标体系》发布的普惠金融指标，衡量普惠金融的３个
维度是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和金融产品

与服务的质量。

从现有文献来看，信息化发展水平和普惠金融的测度方

法在维度划分上无法得出一致结论，但指标测度大同小异。

信息技术作为县域信息化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学者们较重

视其对普惠金融的影响，但仅考虑信息技术因素是不全面的，

应从信息产业视角出发，综合考虑信息部门中的基础设施、资

源、人才和技术应用等因素。本研究借鉴刘世洪提出的农村

信息化水平测评体系衡量信息化水平［２］，选择《Ｇ２０普惠金
融指标体系》结合 Ｃｈａｋｒａｖａｒｔｙ改进后的 ＩＦＩ指标［６］衡量普惠

金融水平，根据湖北省县域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情况，基于数据

的可得性，选取合适的指标和变量进行测度，采用面板模型探

究湖北省县域信息化发展水平对普惠金融的影响。

２　信息化发展水平及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

２．１　信息化发展水平测度
２．２．１　测评体系的建立　刘世洪提出的农村信息化发展测
评体系［２］是以《国家信息化指标构成方案》为基础，综合参考

《农业信息技术与农村信息化》和各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等资料，筛选出适合农村地区的测评指标。该

体系认为农村信息化建设一般包括农村信息资源、农村信息

基础设施、农业信息技术应用、农业信息产业、农村信息人才、

农村信息化外部环境等６个方面。在充分分析这６个维度的
基础上，建立了更具体化的２５项子类指标。
２．２．２　指标权重的确定　测评体系权重的确定使用德尔菲
法（Ｄｅｌｐｈｉ），共发出调查表１５０份，收回且有效调查表共１４８
份。在调查的１４８位专家中，２０％为农业行业从事信息化管
理的高层人员，４４％为农村信息化研究的专家，１２％为农业行
业外从事信息化研究的专家，２４％为其他专家。一级指标权
重代表其对农村信息化水平的贡献程度，二级子类指标权重

则说明在本类要素中的相对重要程度。

２．２．３　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不同指标数据来源不同，存在数
据不同质和不可直接对比的问题，为了解决这２个问题，须要
进行数据同趋化和无量纲化处理，统称为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首先，考虑改变逆向指标数据性质，保证所有指标对测评体系

的作用力为同一趋势，才能直接运用并计算。由于该测评体

系所选的指标均为正向作用，无须进行数据同趋化处理。其

次，考虑数据无量纲化处理，处理的方法有很多，本试验选择

极差法，处理后的结果处于［０，１］区间，计算公式如下：

ｚｉ＝
ｘｉ－ｘｍｉｎ
ｘｍａｘ－ｘｍｉｎ

。

式中：ｚｉ表示指标的标准分数值；ｘｉ表示指标实际值；ｘｍａｘ表示
该指标的最大值；ｘｍｉｎ表示该指标的最小值。
　　经过上述标准化处理后，各项指标值均处于同一数量级，
可直接进行计算和分析。

２．２．４　指标选取与计算　农村信息化水平测评指标体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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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较完整和健全的指标体系，但由于一些不可抗拒的客观

因素，无法获得该体系中的２５个子项指标所对应的全部数
据，只能依据已有的湖北省县域数据，选取对应的指标及其权

重进行计算，指标选择结果和计算方式见表１。
表１　农村信息化水平测评指标及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解释 指标计算

农村信息资源（０．１６） 考察农村文献、数字信息、模拟信息资

源概况

农村信息基础设施（０．１９） 农村电话普及率（０．１６） 考察农村电话网络建设概况 县域内电话拥有量／总人口数

农业信息技术应用（０．１８） 考察互联网技术、数据库技术等现代信

息技术概况

农业信息产业（０．１６） 农村邮电业务量（０．２１） 考察传统农村信息产业发展概况 县域邮电业务总量／总人口数
农业信息产业占比（０．２８） 考察新型农村信息产业发展概况 县域第三产业总产／ＧＤＰ总额

农村信息人才（０．１６） 考察信息人才、科技人才等从业概况 县域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从业人员总数

农村信息化外部环境（０．１５） 农村居民文化程度（０．３６） 考察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进而反映其

信息接受能力

县域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总人口数

　　注：括号内为该指标的权重。

　　表１中一级指标“农村信息资源”考察的是有关农村的
文献信息资源、数字信息资源和模拟信息资源的开发水平与

利用情况，其二级指标由广播电视播出率、涉农网站普及率、

图书馆馆藏量和电话通信次数组成，这些数据由于无部门统

计、统计不全或未公开等原因无法获得，为了保持指标体系的

完整性，在计算和处理过程中，采用相同的标准化数据替代。

“农业信息技术应用”的二级指标也由于无法获得数据，采用

相同的处理方法。

由于使用的是湖北省县域数据，所列二级指标的计算范

围均为县域。二级指标“农村信息产业占比”中信息产业总

产值在现有资料中没有单独统计，考虑到第三产业包括交通

运输业、邮电通信业、信息咨询和各类技术服务业、广播电视

业等部门，使用县域第三产业占比作为该指标的替代值。一

级指标“农村信息人才”也使用类似方法进行处理，使用县域

第三产业从业人口占比作为指标计算。由于中学教育在我国

教育体系中处于较重要地位，实际情况也表明中学及以上学

历学生对于手机、计算机、网络等新兴科技产物的接受能力较

强，选择使用普通中学在校生人数占比来代表县域居民文化

程度。湖北省信息化发展水平可用信息化发展指数（ｉｎｄｅｘ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ＤＩ）表示：

　　ＩＤＩ＝Ｗ１Ｄ１ ＋Ｗ２∑
７

ｉ＝１
ｗｉｄｉ＋Ｗ３Ｄ３ ＋Ｗ４∑

４

ｊ＝１
ｗｊｄｊ＋Ｗ５Ｄ５ ＋

Ｗ６∑
３

ｋ＝１
ｗｋｄｋ。　

式中：Ｄｎ和Ｗｎ（ｎ＝１，２，…，６）表示一级指标及其权重；ｄｍ和

ｗｍ（ｍ＝ｉ，ｊ，ｋ）表示二级指标及其权重。
２．２　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
２．２．１　普惠金融指数的计算　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分为多
个维度进行衡量，每个维度代表１个功能，这些功能可以量化
为平均每千人存款账户数等具体指标，每个功能维度的计算

公式如下：

ａ１＝
ｘｌ－ｍｌ
Ｍｌ－ｍｌ

。

式中：ｘｌ表示第ｌ个维度的实际值或者功能值；ｍｌ、Ｍｌ分别表
示第ｌ维度的最小值和最大值，所以 ｘｌ∈［ｍｌ，Ｍｌ］，α１∈［０，
１］，αｌ＝０表示完全金融排除，普惠金融发展程度最低，αｌ＝１
表示完全普惠金融。此外，还须考虑金融包容度敏感常数变

量ｒ（０＜ｒ≤１），在给定维度实际值及最小值、最大值的情况
下，ｒ值越小，说明该维度对ＩＦＩ的敏感度越低，可用如下函数
表示：

Ａｒ（ｘｌ，ｍｌ，Ｍｌ）＝（
ｘｌ－ｍｌ
Ｍｌ－ｍｌ

）ｒ。

　　假设金融领域有ｋ个维度，可得ＩＦＩ：

ＩＦＩ＝Ｉｒ［Ａｒ（ｘ１，ｍ１，Ｍ１，…，Ａ
ｒ（ｘｋ，ｍｋ，Ｍｋ）］＝

１
ｋ∑

ｋ

ｉ＝１
（
ｘｉ－ｍｉ
Ｍｉ－ｍｉ

）ｒ。

２．２．２　金融维度及其指标的选择　本研究选择金融服务的
可得性、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金融产品与服务的质量３个维
度（ｋ＝３）来测算湖北省各县域ＩＦＩ值，包容性敏感常数变量ｒ
取值为０．５，各维度指标选择及计算见表２。

表２　县域普惠金融指标选取

维度 含义 计算方法

金融服务可得性 考察金融服务供给方在使用者中的物理网点和人口的渗透程度 １万人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人数
１万ｋｍ２金融机构数

金融服务使用情况 考察使用者是否能够获得并使用存款和贷款等基本金融服务 １万人金融机构储蓄存款总额
１万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金融产品与服务质量 考察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使用程度、使用质量等情况 金融机构储蓄存款总额／ＧＤＰ
金融机构贷款总额／ＧＤＰ

３　信息化水平对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分析

３．１　模型设定
综合相关文献及资料，本试验所研究的湖北省县域信息

化发展水平对普惠金融的影响涉及湖北省３９个县域９年的

数据，适合采用横截面和时间序列都涉及的面板数据模型进

实证分析，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ＩＦＩｉｔ＝α１＋α２ＩＤＩｉｔ＋∑
ｎ

ｊ＝１
βｊＸｉｔ＋μｉｔ。

式中：ｉ＝（１，２，…，３９）表示湖北省３９个县；ｔ＝（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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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表示考察年份；ｎ表示控制变量的个数；βｊ表示各控
制变量的回归系数；μｉｔ表示随机扰动项。

该模型以普惠金融指数 ＩＦＩ为被解释变量，信息化发展
水平指数ＩＤＩ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以及一些相关的控制变量
Ｘ，对控制变量的选取主要参考以往文献中影响普惠金融发
展的因素，主要包括：（１）存贷率（ＤＬ），即金融机构将存款转
化为贷款的效率，反映金融机构的发展效率，预期影响为正；

（２）产业结构（ＩＳ），该指标代表该地区农业产业的地位，用第
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比值越低说

明该地区农业产业越重要，其发展能够促进金融服务需求的

增加，提高普惠金融水平，预期影响为负；（３）人均地区生产
总值（ＡＧＤＰ），用来反映县域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预期影响
为正；（４）固定资产投资（ＩＮＶ），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能够促
进电信基站等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助于县域居民克服地

理障碍，通过无线网络和移动设备获得基本的金融服务，预期

影响为正；（５）政府财政支持（ＦＩＮ），用政府财政支出与地区
生产总值比值表示政府对县域经济的财政支持力度，力度越

大越有利于普惠金融的发展，预期影响为正；（６）城镇化比率
（ＵＲＢ），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越高，金融排除程度越低，
预期影响为正。

本研究使用的面板数据为时间维度小、截面维度大，即Ｔ
较小而ｎ较大，属于短面板数据。面板数据模型主要有３种
类型，如果所有个体都拥有完全一样的回归方程，则选择混合

回归模型，反之说明模型存在个体效应，应考虑存在个体效应

的固定效应模型（ｆｉｘ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ｓｍｏｄｅｌ，ＦＥ）和随机效应模型
（ｒａｎｄｏｍｅｆｆｅｃｔｍｏｄｅｌ，ＲＥ），这须要进行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来判断，
根据检验结果选择正确的模型，最终才能得到有效的参数估

计。具体做法是：首先，运用 ＬＳＤＶ法考察，如果大多数个体
虚拟变量均很显著，可拒绝“所有个体虚拟变量均为０”的原
假设，认为存在个体效应；其次，进行 ＬＭ检验，如果拒绝“不
存在个体随机效应”的原假设，则认为在“随机效应”和“混合

回归”之间应选择前者；最后，通过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判断是选择
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如果检验结果拒绝原假设，

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３．２　数据来源
选取２００６—２０１４年湖北省３９个县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为研究对象，考察９年间湖北省县域信息化发展水平对普惠

金融的影响，其中样本数据为２００７—２０１５年《中国县（市）社
会经济统计年鉴》、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中国银监会官方网站公布
的农村金融图集以及２００７—２０１５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
鉴》中经济类和科技类的统计数据。另外，由于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统计口径的改变，参考徐丹丹等的数据处理的方

法［１４］，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的银行从业人员数和营业网点数以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的数据为基础，结合 ２００６—２０１４年湖北省从
业人员数和营业网点数推算得到。各样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见表３。

表３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数

ＩＦＩ ０．５３７ ０．５３８ ０．１０６ ０．０６９ ０．８３８ ３５１
ＩＤＩ ０．６４３ ０．６４６ ０．０４８ ０．５２９ ０．７５４ ３５１
ＩＳ ０．７０７ ０．７０９ ０．０８４ ０．４８４ ０．９３０ ３５１
ＤＬ ０．５２７ ０．４７６ ０．２５０ ０．０６９ １．８６８ ３５１
ＡＧＤＰ １．５３３ １．２３４ １．１５２ ０．３２６ ９．２２１ ３５１
ＩＮＶ ０．７０８ ０．６４９ ０．３４０ ０．０６４ ３．６６７ ３５１
ＦＩＮ ０．２２２ ０．２１０ ０．１００ ０．０１２ ０．５２０ ３５１
ＵＲＢ ０．２３７ ０．２３７ ０．０８４ ０．０５０ ０．４５８ ３５１

３．３　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本研究实证模型主要分析信息化发展水平对普惠金融的

影响，需要逐步加入控制变量，所以设定多个回归模型进行检

验，选择７个可说明经济问题的回归模型列出。本试验已说
明本模型为短面板数据模型，一般来说无须考虑单位根检验

和协整问题，同一个县域在不同期之间的扰动项一般存在自

相关，普通标准差计算方法是假设扰动项为独立同分布的，须

选择更准确的聚类稳健标准差进行估计。如果模型是固定效

应模型或混合回归模型，还须考虑异方差的问题，随机效应模

型使用已经控制了异方差的ＧＬＳ估计。
在运用ＳＴＡＴＡ１３．０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初步的分析和

判断后，发现大部分回归模型都属于固定效应模型，并检验出

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为了保证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本试

验采用Ｄ＆Ｋ提出的异方差修正法进行估计，该方法能够获得
异方差－序列相关－截面相关的稳健性标准误，估计结果见
表４。
３．３．１　模型显著性描述　表４中所有变量均显著，回归模型
（１）为单变量线性回归，回归模型（２）至回归模型（７）逐步加

表４　信息化发展水平与普惠金融水平关系的面板数据分析结果

变量 ｒ（１） ｓｃｃ（２） ｓｃｃ（３） ｓｃｃ（４） ｓｃｃ（５） ｓｃｃ（６） ｓｃｃ（７）
ＩＤＩ －０．３２（－２．７０） ０．２７（１．９１） ０．２８（１．７１） ０．２８（２．０３） ０．３４（２．５５） ０．３６（２．６５） ０．４０（３．５０）
ＩＳ －０．５５（－１１．９５）－０．５９（－１３．２６）－０．３９（－６．０２）－０．４１（－６．５６）－０．４３（－７．３９）－０．４５（－６．３７）
ＤＬ ０．０７（５．７６） ０．１３（７．２６） ０．１２（６．９３） ０．１２（６．８１） ０．１１（６．１０）
ＡＧＤＰ －０．０３（－４．２０）－０．０３（－５．９９）－０．０３（－５．７５）－０．０４（－１０．３０）
ＩＮＶ ０．０４（４．４１） ０．０２（１．８０） ０．０２（１．７１）
ＦＩＮ ０．１４（３．８４） ０．１２（２．８１）
ＵＲＢ ０．１３（２．０１）
Ｃ －０．７４（９．７８） ０．７５（７．７６） ０．７４（７．０２） ０．６０（５．４８） ０．５７（５．４７） ０．５５（５．１９） ０．５２（５．６２）
模型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Ｒ－ｓｑ ０．０２０５ ０．１４７０ ０．１７８８ ０．２４２４ ０．２５７９ ０．２６６２ ０．２７７１
Ｆ ７．３１ ７９．７４ １１７．５３ １９３．６２ ３８８．４７ ８３３．５９ ２４１６．３６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水平下差异显著，括号里的值为ｔ统计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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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各个控制变量，加入顺序为产业结构、存贷率、人均地区生

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支出和城镇化率，均为１％显著
性水平下的固定效应模型回归，Ｆ值从 ７９．７４提升至
２４１６．３６，其中模型（７）为最优模型。模型（１）首先分析了信
息化水平对普惠金融的单向影响，信息化发展水平的回归系

数显著为负。模型（２）至模型（７）中，信息化发展水平（ＩＤＩ）
显著性从１０％水平提升到１％水平，为正向影响；产业结构
（ＩＳ）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ＡＧＤＰ）均在１％水平下显著为负；
存贷率（ＤＬ）、财政支出（ＦＩＮ）和城镇化率（ＵＲＢ）均在１％水
平下显著，均为正向影响；固定资产投资（ＩＮＶ）显著性水平有
下降趋势，从１％水平下降至１０％水平。
３．３．２　信息化发展水平变量　回归模型（１）中，信息化发展
水平（ＩＤＩ）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二者存在线性关系，仅
仅提高信息化发展水平不能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观察模型

（２）至模型（７），信息化发展水平对普惠金融有正向促进作
用，随着产业结构、存贷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

资、财政支出和城镇化率等变量的不断增加，信息化发展水平

的显著性不断提升，其回归系数值也不断增大，说明控制变量

越多，其对普惠金融水平的正向促进作用越大，即在金融行

业、政府部门、农业产业和社会固投等各部门、各产业协同合

作的情况下，发展信息化水平才能更大限度、更有效率地促进

湖北省县域普惠金融的发展。

３．３．３　其他控制变量　产业结构（ＩＳ）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
负，湖北省作为农业大省，县域农业发展能够促进经济的发

展，金融服务和产品的供给和需求都会增加，带动县域金融的

发展；存贷率（ＤＬ）均有明显的正向作用，即县域金融机构的
运营效率越高，县域金融的普惠程度就越高；人均地区生产总

值（ＡＧＤＰ）的增加虽然能够给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宏
观环境，但由于政府的干预措施，可能会阻碍金融普惠度的提

升；固定资产投资（ＩＮＶ）虽有正向作用，但其显著性和系数值
均有所下降，经查阅《湖北省统计年鉴》，用于信息产业和金

融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投资占比从 ２００６的 １５．６６％下降至
２０１４年的８．９４％，说明湖北省对固定资产投资较少用于信息
产业和金融行业的相关建设，较多投资用于其他领域基本建

设、更新改造和房地产等，从而阻碍了普惠金融的发展；政府

财政支出（ＦＩＮ）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政府财政支出对
金融行业的直接补贴和支持能快速、有效地提高普惠金融水

平；城镇化比率（ＵＲＢ）反映了地理排除的作用，金融服务难
以惠及住在落后地区和远离城镇金融中心的居民。

４　结论及政策启示

４．１　结论
信息化发展水平对普惠金融的发展有明显促进作用；在金

融、建设、农业和政府等部门的共同协作下，发展信息化水平能

够更有效地促进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更大程度地提高县域

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因此，农村地区信息化水平的提升有助于

解决农村金融中存在的问题，促进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

４．２　政策建议
４．２．１　积极推广信息技术应用　县域金融机构利用信息技术

开发低成本、便利性的电子化金融产品，鼓励使用移动金融和

新兴支付方式，克服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运用大数据技术解决

农村地区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完善社会征信体系建设；推广具

有融资、支付和交易中介功能的“互联网金融”模式，满足偏远

地区弱势群体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促进普惠金融水平的提升。

４．２．２　加强通信基础设施建设　加大对通信网络基础设施、
基础信息资源的投入，如电话线、电缆、光纤的布设和电线杆、

无线通信基站的建设等，农村居民通过移动网络获得基础的

金融服务，金融机构同时可收集用户信息作为信用评价的参

考；加快运输业、邮政业和电信业的发展，为更偏远的弱势群

体获得信息资源和金融服务提供便利。

４．２．３　提升农业“互联网＋”渗透率　利用互联网助力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鼓励“互联网＋农业”模式和农产品电子
商务，改变传统的产供销模式，增进消费者与农户的互联互

动，实现互利共赢；建立全省“互联网 ＋农业”综合管理服务
平台，推动跨部门、跨领域的信息资源整合，实现信息和资源

的无缝对接，促进农业更好、更快发展。

参考文献：

［１］黄婷婷．我国农业信息化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Ｄ］．合肥：安
徽农业大学，２００７．

［２］刘世洪，许世卫．中国农村信息化测评方法研究［Ｊ］．中国农业
科学，２００８，４１（４）：１０１２－１０２２．

［３］林立杰，修　莹，钟全雄，等．现代农业信息化指数测评体系构建
［Ｊ］．情报科学，２０１５（６）：６３－７０．

［４］ＢｅｃｋＴ，Ｄｅｍｉｒｇｕｃ－ＫｕｎｔＡ，ＰｅｒｉａＭＳＭ．Ｒｅａｃｈｉｎｇｏｕｔ：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ａｎｄ
ｕｓｅｏｆｂａｎｋｉｎｇ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ｃｒｏｓｓ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７，８５（１）：２３４－２６６．

［５］ＳａｒｍａＭ．Ｉｎｄｅｘ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ｖｅｒｙｐｒｉ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ｄｒａｆｔ）［Ｊ］．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８．

［６］ＣｈａｋｒａｖａｒｔｙＳＲ，ＰａｌＲ．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ｎａｘｉｏｍａｔ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ｓ，２０１０．

［７］ＡｒｏｒａＲＵ．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ａｃｃｅｓｓ［Ｒ］．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Ｐａｐｅｒ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０（７）：１－２１．

［８］李建伟，李树生，胡　斌．具有普惠金融内涵的金融发展与城乡
收入分配的失衡调整———基于 ＶＥＣ模型的实证研究［Ｊ］．云南
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１５（１）：１１０－１１６．

［９］杨俊仙，张　娟．山西省农村普惠金融水平测度与评价［Ｊ］．经
济师，２０１５（１）：６８－６９．

［１０］蔡洋萍．湘鄂豫中部三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评价分析［Ｊ］．农
业技术经济，２０１５（２）：４２－４９．

［１１］王韦程．中国普惠金融指数框架初探［Ｊ］．金融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５（５）：１１－１５．

［１２］田　霖．我国金融排斥的城乡二元性研究［Ｊ］．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１１（２）：３６－４５，１４１．

［１３］高沛星，王修华．我国农村金融排斥的区域差异与影响因
素———基于省际数据的实证分析［Ｊ］．农业技术经济，２０１１（４）：
９３－１０２．

［１４］徐丹丹，刘凯元，曾章备，等．我国区域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评价
研究———基于突变级数法的分析［Ｊ］．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１６（４）：
７０－８０．

—２６３— 江苏农业科学　２０１７年第４５卷第１９期


